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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技

术支撑。 以京津冀地区 13 市 2011—2021 年面板数据为基础, 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 门槛

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对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 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资源型与非资

源型城市间尚未产生显著性差异。 进一步分维度来看,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数

字技术应用;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分位点位置的上升,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增强

的特征, 使京津冀地区存在数字鸿沟的风险。 此外,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经济发展水平

的门槛特征, 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跨过门槛值时,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增强; 数字技

术可以通过投资拉动和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而市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则在其

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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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产业结构升级是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环节。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三二一” 的产业

格局也得到了巩固。 与此同时,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催生了数字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的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引擎[1] 。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 一方面, 数字

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逐渐产品化、 市场化[2] , 形成数字

产业,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力。 此外, 区域协调

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

展”。 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活力、 创新能力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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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 2023 年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 京津冀产业分工定位更加清晰,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虽然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初见成效, 但

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3] 。 进一步优化京津冀产业结构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
从京津冀区域性视角出发,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数字技术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需要进一步厘清京津冀地区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驱

动力更是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很大的影响, 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数字技术在企业转型升级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它使生产活动智能化,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4] , 提高企业创新绩效[5-6] , 促进产品升级和价值

链的攀升[7] , 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质变创造条件。 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

表明, 发展数字技术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促进了中国生产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8-9] , 它形成了新的产业, 催生新的模式, 其与生产部门的融合促进

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0] 。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比

较丰富, 但是聚焦数字技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较少。 有限的实证检验表明, 合理发展数字技

术是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11] , 数字技术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而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多集中

于资源配置、 企业创新、 融资约束等供给层面[12-14] 。 资源错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拦路虎, 而数字技术有

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 通过分析海量数据, 促进供需匹配效率, 改善资源错配

现状, 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可以加快企业内部碎片化创新资源的整合, 重塑企业内部可利

用创新资源生态系统,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企业也能够更高效、 便捷地获取市场需求信息, 缓解供需

两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根据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提高创新效率和企业

技术创新的市场适用性, 规避企业技术创新可能产生沉没成本的风险,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水平, 数

字技术还可以促进各产业间创新资源的流动与共享, 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融资

难问题约束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数字技术通过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促进金融发展, 优化金融配

置, 改善创新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困难的窘境, 进而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助力。
从现有研究结论来看,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很大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

研究内容颇丰, 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方面, 关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有限且

多基于全国视角, 忽略了不同区域间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尤其是作为中国三大战略发

展区域之一的京津冀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不同, 产业结构的现状也不同,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是否起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作用, 从而使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所变化? 京津冀各市之

间两者关系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多侧重于供给层面,
而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众多因素中, 需求侧的因素对其影响不容忽视。 因此,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机制有进一步分析和挖掘的空间。
基于此, 本文对京津冀 13 市 2011—2021 年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展开研究。 相比于以往研

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基于区域性视角, 对京津冀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
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内容; 第二, 基于供需两个视角, 通过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四个路径展开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 拓宽了数字技术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研究, 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考察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分析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产业间主导产业的更迭,
也包括产业内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 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加快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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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进程。 数字技术凭借其开放性和可供性可以融入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15] , 充分释放数据

作为新要素在生产链条中的张力, 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精准捕获市场信息, 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16-17] ,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

方面, 数字技术促进产业融合, 催生新业态, 形成新产业。 传统产业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和上下游关系,
数字技术凭借其渗透性、 替代性、 协同性[18] 等特性打破传统产业之间的产业壁垒, 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相

互融合, 一二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延伸, 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在此过程中,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平

台汇聚大量企业内外的可用资源, 打破时空界限, 为企业提供无边界合作空间, 促进不同产业间、 产业

上下游和不同区域间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 进而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19] 。 此外, 数字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产业化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 推动传统资源型、 劳动密集型等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从而使传统产业焕发生机, 在优胜劣汰的

市场中拥有新的竞争力, 进而为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添砖加瓦。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 数字技术产品化、 市场化, 形成数字产业, 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本身就是推动产业向高技术

型、 环境友好型产业升级的体现[10] 。 这些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新产业、 新业态推动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
将会在产业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20] 。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的重要引擎。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影响。
(二)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需要需求和供给两手抓。 因此, 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会通过市场消费需求、 投

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1. 数字技术通过市场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而数字技术为提高消费需求增添新动力。 一方面, 数字技

术创新消费模式, 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 刺激消费需求。 随着各大数字平台的出现, 线上消费正成为新

的消费增长点, 并在消费市场中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 不仅使消费者可以实时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各

大线上销售平台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消费者需求信息, 从而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消费者推送符合消费者潜在

消费决策的产品组合, 缓解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让更多的产品进入大众视野, 拓展消费者可选择

产品的多样性和多质性, 创造更大的消费空间。 便捷高效的数字支付更是强化了消费者对支付金额的钝

感, 这不仅刺激了消费需求, 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消费者的消费潜能和消费偏好, 从而为拓展新商业模

式、 生产新产品、 调整产业结构提供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在不

断扩大消费规模的同时, 消费结构也会有所调整。 首先, 数字技术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

成本, 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满足更多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 其次, 数字技术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 从而激发消费者高端消费的潜能。 最后, 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逐渐追求更多精神层面的消费, 增加对服务产品的消费, 消费结构得以优化[21] , 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

生需求牵引效应[22] 。
2. 数字技术通过投资拉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投资,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 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顺应

时代潮流, 是在新一轮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技术法宝, 必然会带来新的投资需求。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

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 为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红利, 需要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 无论是新基建投资还是数

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都与第三产业联系更密切[23] , 进而会带动投资向第三产业倾斜,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 数字技术可以增加消费需求, 而消费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能够激发投资主体增加投资, 消费结构

的升级会使投资强度也呈现高级化特征, 即二三产业对投资需求增加, 投资会更多地流向二三产业。 获

得投资多的产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加强技术研发、 更新设备、 生产新产品,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

新产业创造动力[24] , 而数字技术又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 加快产业结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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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程。
3. 数字技术通过金融发展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企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现今很多企业仍以银行信贷为产业升级的重要融资渠道[13] 。 低

金融发展效率将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中国金融信贷资源存在信息识别效率

低、 资源错配等问题。 通过数字技术在传统金融业的应用, 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高效的分析。 一方

面, 通过更精准地获得市场信息和了解市场动态需求, 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资金利用率, 而逐利性的金

融资本也会高效地流向具有潜力的高端产业, 为产业结构升级助力。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搭建的金融科

技平台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以控制交易风险, 从而有助于增加借贷双方信任感, 进而构建稳定的供应

链金融网络信任关系[25] , 促进金融机构对市场释放有效金融贷款。 所释放的金融贷款可以通过两个途径

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一方面, 通过对消费者释放消费贷款, 从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倒逼产业结

构升级。 另一方面, 基于企业层面通过生产贷款对金融贷款重新进行分配, 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尤其考虑到政策性融资行为, 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引导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很大的影响。 银行会根据中国

宏观经济政策, 与政府产业规划相协调, 通过贷款补贴、 信贷配给等方式引导金融资产向政府扶持的产

业倾斜, 使新兴产业不断茁壮成长, 同时也引导衰落产业逐渐退场。 金融资本导向效应使不同产业部门

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结构方面有所差异, 产业结构为适应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动而不断调整[26] , 从而形成新的

产业结构。 此外, 金融业本身属于第三产业, 数字技术提高其发展效率也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4. 数字技术通过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会加大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 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数字技术带动

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不仅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的岗位, 也对人力资

本提出了新要求。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下, 劳动者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在新一轮激烈的岗位竞争中获

得一席之地, 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数字技术能力[27] 。 数字技术的发展, 又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过程

中提供技术支持。 一方面, 数字技术使知识共享更为便捷、 高效、 低成本, 劳动者可以从互联网学习相

关数字技能, 从而加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所催生的新事物、 新发展, 为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创造条件。 例如, 大学里计算机、 软件工程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专业, 增设新的数

字经济领域的课程和知识[23] , 新成立的大数据学院、 数字经济研究院等都会培养出专业的数字技术型人

才,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推动人力资本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不同产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同。 农业和工业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而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以及第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业态则表现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发展特征[28] , 对高技术型人

才需求更大, 产业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之相契合。 一方面, 人力资本水平的

提高, 使得劳动力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学习能力增强, 在企业引进新技术、 新设备时, 劳动者有更好的

吸收、 消化和再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生产效率, 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
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人才出现, 在一些城市会出现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 于是

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出现。 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分配不均衡, 北京、 天津聚集更多的技术型人才, 而河北

的高技术人才相对紧缺。 当北京、 天津的技术型人才供大于求, 就会产生人才溢出效应。 在国家实施京

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背景下, 有助于促进人才向河北各地区流动, 从而为河北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相应

的人才支撑。 人才的流动, 会带动地区间信息和知识文化的交流, 促进技术进步, 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

创新性、 竞争性和持续性的经济活力。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以其高边际产出的正

外部性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多可能性[29] , 带动京津冀地区产业互补和产业链的延伸, 促进京津冀地区

产业结构协同升级。
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间接对产

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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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技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分析

京津冀地区各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 尤其是北京和天津与河北各地级市之间存

在较大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息息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基于供给侧, 相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充足的资金、 人力资源

等生产要素和技术支持; 基于需求侧, 也会有更大的市场需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24] 。 数字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创新资源等大量高端要素的投入[30] 。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投资能力

越大, 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 数字创新资源越丰富, 越有利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 因此, 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础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当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某个门槛值时, 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1. 面板回归模型

为考察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影响效应, 构建以下基准计量模型:

lnUISit = α0 + α1 lnDTit + ∑αlnX it + ui + γt + εit (1)

式 (1) 中, UIS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DT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数字技术发展

水平, X 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ui 表示城市 i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γt 表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α0 为截距项。 为消除异方差, 将所有的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研究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在数字技术影响京津冀

产业结构升级中起中介效应, 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31] 的中介效应分析法, 构建中介效应模

型, 具体如下:

lnUISit = α0 + α1 lnDTit + ∑αlnX it + ui + γt + εit (2)

lnZ it = β0 + β1 lnDTit + ∑βlnX it + ui + γt + εit (3)

lnUISit = λ0 + λ1 lnDTit + λ2 lnZ it + ∑λlnX it + ui + γt + εit (4)

式 (2) 表示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与式 (1) 相同; 式 (3) 表示数字技术对中介

变量的作用效果, 式 (4) 表示数字技术和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其中, Z it 表示中介变

量, 分别为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DT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UIS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X 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ui 表示城

市 i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γt 表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α0、 β0 和 λ0 为截

距项。
3. 门槛效应模型

为检验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的问题, 即是否在门槛变量达到特定值时

引起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系数的变化, 本文借鉴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具象化分析数字技术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具体如下:
lnUISit = ζ0 + ζ11 lnDTit·I(qit ≤ η1) + ζ12 lnDTit·(η1 < qit ≤ η2) + … + ζ1n lnDTit·I(qit > ηn) +

∑ζlnX it + ui + γt + εit

(5)

式 (5) 中, DT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UISit 代表城市 i 在 t 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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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qit 表示门槛变量, η1、 η2、 η3...ηn 表示门槛值, X 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ui 表示城市 i 不随时间

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γt 表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ζ0 为截距项。
(二) 变量说明

1. 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 记为 UIS。 基于产业升级理论,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定义为

产业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演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产业的比例逐渐升级, 即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

向第二产业转变、 再向第三产业转变的动态演变过程。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 在借鉴前人研究[32] 的

基础上, 为了全面反映出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 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产业结

构高级化过程,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具体的公式如式 (6) 所示。

UIS = ∑
i = 3

i·si (6)

式 (6) 中, UIS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si 表示第 i 个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UIS 为正值, 数

值越大,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 UIS 取值范围为 1≤UIS≤3, 当 UIS 值为 1 时, 表示产业结构处于最低

层次, 国民经济中仅有第一产业; 当 UIS 值为 3 时, 表示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最高, 国民经济中仅有第三

产业; 当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均占有一定比例时, UIS 值为 1 ~ 3。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技术, 记为 DT。 数字技术并非独立存在, 实现其生产力功能需要借助物

理范畴的实体, 即数字技术通过借助一定的载体使其具有数字属性, 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 因此, 在测

度数字技术时需要以某种方式将其映射在实物上。 此外, 早期在对数字经济进行界定时, 侧重于涵盖数

字技术生产力, 强调数字技术产业及其市场化应用, 例如通信设备制造业、 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数字内

容行业等[33-34] 。 进一步地, 对数字经济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对数字技术经济功能的解读以及数字技术对生

产关系的变革[2] ,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 在对数字技术进行测度时, 可以参考数字经济的

测度内容。
关于数字技术的测度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在借鉴现有研

究[35-36] 的基础上, 基于数字技术复杂的内涵, 秉承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 系统性、 简明性和数据可

得性原则, 从数字技术基础、 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创新三个一级指标对京津冀 13 市数字技术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 (详细指标情况如表 1 所示) , 并采用熵权法对京津冀 13 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进行

测度。

表 1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性质

数字技术基础 互联网普及率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0. 099 正向指标

移动电话普及率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0. 056 正向指标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数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值

0. 236 正向指标

数字技术应用 人均电信业务收入 电信业务总收入 / 年末总人口 0. 140 正向指标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0. 058 正向指标

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技术相关专利 关键数字技术专利 / 年末总人口 0. 411 正向指标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分别记为 XF、
GZ、 FDE 和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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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消费需求 (XF)
本文采用社会零售额来衡量市场消费需求。
(2) 投资拉动 (GZ)
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来衡量投资拉动。
(3) 金融发展效率 (FDE)
银行贷款依旧是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而银行的贷款又与银行的存款息息相关。 参考已有研究[37] ,

金融发展效率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 即存贷比。
一方面, 存贷比反映了银行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 特别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 贷款比重越大, 不

仅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 也能提高其自身盈利水平, 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另一方面, 存贷比

也反映了中国金融监管的水平, 稳定的、 较低的存贷比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控制水平的象征, 也意味着较

高的金融效率[26]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才能促进金融发展的质量。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值越大, 说明资

金利用率越高。
(4)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RZ)
借鉴前人研究[38] ,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向量夹角的方法来衡量。 首先, 将各地区人口的受教育

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专及以上五种人力资本类型, 将每一类人力资本的比重作

为 5 维人力资本空间向量 X0 的一个分量; 然后, 将 X1 = (1, 0, 0, 0, 0)、 X2 = (0, 1, 0, 0, 0)、 X3

= (0, 0, 1, 0, 0)、 X4 = (0, 0, 0, 1, 0)、 X5 = (0, 0, 0, 0, 1) 五个单位基本向量作为基准向量,
计算 X0 与它们的夹角 θ j ( j= 1, 2, 3, 4, 5), 具体如下:

θ j = arccos
∑

5

i = 1
X j, i·X0, i( )

∑
5

i = 1
X2

j, i( )
1 / 2 ∑

5

i = 1
X2

0, i( )
1 / 2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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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 (7) 中, X j,i 表示基本向量组 X j 的第 i 个分量, X0 ,i 表示向量 X0 的第 i 个分量, 基于夹角 θ j 计算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具体如下:

HS = ∑
5

j = 1
(w j·θ j) (8)

式 (8) 中, w j 表示权重, w1、 w2、 w3、 w4 和 w5 分别赋值 5、 4、 3、 2、 1。 由于地级市数据受限,
借鉴现有研究[39] , 以各城市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权重, 乘以省级层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

化指数得到各市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4. 门槛变量

人均 GDP (PGDP) 是本文的门槛变量。
5. 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更准确地估计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本文借鉴已有

研究, 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1) 基础设施水平 (DL)
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物质基础。 本文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来衡量。
(2) 外商投资 (WZ)
外商投资额会影响地区要素的流动, 从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本文选取实际使用外资投资

额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3) 政府科技支出 (ZF)
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一部分, 不仅具有偏向性, 是政策导向的一种信号, 会对市场产

生干扰, 对要素配置产生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 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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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本文采用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4)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发展水平高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

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本文选取人均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5) 城镇化水平 (CZ)
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本文用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
(6) 环境污染 (HJ)
环境污染一方面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又降低环境承载力, 会提高企业降污成本, 阻碍产业

结构升级。 本文采用工业烟 (粉尘) 排放量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环境污染。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 选用 2011—2021 年京津冀 13 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 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移动电话用户、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 电信业务总收入、 城镇

单位从业人员、 年末总人口的数据取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缺失的数据由 《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

计年鉴》 《河北统计年鉴》 进行填补, 第一、 二和三产业的产值来自 《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
《河北统计年鉴》,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数字技术相关专利则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出台的 《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 (2023) 》 筛选出国际专利号,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数

据收集。 其中, 由于个别城市存在缺失值, 借鉴已有研究, 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本文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为缓解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 对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T 数字技术 143 0. 148 0. 139 0. 018 0. 856

UIS 产业结构升级 143 2. 365 0. 170 2. 099 2. 836

XF 市场消费需求 143 2
 

159. 353 2
 

893. 040 303. 880 15
 

063. 650

GZ 投资拉动 143 0. 838 0. 244 0. 209 1. 309

FDE 金融发展效率 143 0. 658 0. 165 0. 399 1. 153

RZ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143 2. 690 3. 704 0. 487 15. 027

DL 基础设施水平 143 4. 060 2. 450 0. 017 13. 110

WZ 外商投资 143 0. 021 0. 017 0. 001 0. 114

ZF 政府科技支出 143 0. 191 0. 067 0. 064 0. 452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143 53
 

179 30
 

832 20
 

027 183
 

980

CZ 城镇化水平 143 0. 580 0. 132 0. 403 0. 876

HJ 环境污染 143 20. 644 23. 574 0. 095 97. 996

四、 实证研究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 本文先对 2011—2021 年京津冀 13 市数据进行豪斯曼 ( Hausman) 检验。
结果显示,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 本文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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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示。

表 3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1) (2)

lnDT 0. 043∗∗∗ 0. 028∗∗∗

(0. 010) (0. 011)

lnDL -0. 000

(0. 003)

lnWZ -0. 004

(0. 003)

lnZF 0. 011∗∗

(0. 005)

lnPGDP 0. 011

(0. 018)

lnCZ 0. 130∗∗∗

(0. 032)

lnHJ -0. 003

(0. 003)

常数项 5. 557∗∗∗ 5. 553∗∗∗

(0. 022) (0. 186)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848 0. 88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后表同。

由表 3 可知, 列 (1) 基础准回归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技术正相关, 说明数字技术能够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列 (2) 表示加入各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产业

结构升级仍与数字技术正相关。 控制变量中, 产业结构升级与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 但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现有基础设施水平尚未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外商投资的系

数为负,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外商投资未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政府科技支出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科技支出已成为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 产业结构

升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虽为正,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未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 尤其是河北地区, 工业化程度较低, 经济增长仍比较依赖传统工业的拉动,
所以京津冀地区需要推动协同发展, 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水平正相关, 说明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污染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环境污染尚未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

利影响。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缩尾处理的检验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 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的代理变量, 缩尾处理是对原数据进行 1%的缩尾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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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lnDT 0. 320∗∗∗ 0. 174∗∗

(0. 087) (0. 091)

lnDL 0. 015

(0. 023)

lnWZ -0. 024

(0. 026)

lnZF 0. 088∗∗

(0. 043)

lnPGDP 0. 199

(0. 148)

lnCZ 1. 064∗∗∗

(0. 276)

lnHJ 0. 044

(0. 029)

常数项 0. 713∗∗∗ -0. 747

(0. 269) (1. 578)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873 0. 901

在保持相同控制变量的前提下, 将计算所得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前文测度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进行实

证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列 (1) 可知, 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由列 (2) 可知, 加入控制变量后,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系数仍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将缩尾 1%后的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由表 5 所示。 由列 (1) 可知, 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数

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由列 (2) 可知, 加入控制变量后, 数字技

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仍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由此可知, 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对原数据做缩

尾处理后, 数字技术仍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 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缩尾处理

变量 (1) (2)

lnDT 0. 045∗∗∗ 0. 029∗∗∗

(0. 010) (0. 011)

lnDL -0. 007

(0. 011)

lnWZ -0. 005

(0. 003)

74



2024 年第 3 期 王韶华, 李璐, 张伟: 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

表5(续)

变量 (1) (2)

lnZF 0. 012∗∗

(0. 005)

lnPGDP 0. 008

(0. 018)

lnCZ 0. 129∗∗∗

(0. 032)

lnHJ -0. 003

(0. 003)

常数项 5. 561∗∗∗ 5. 596∗∗∗

(0. 032) (0. 19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850 0. 885

(三) 内生性分析

内生性是研究影响关系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 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 双向因果等问题

都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 为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利用工具变量, 采用工具

变量一两阶段最小二乘 (IV-2SLS) 法来缓解这一问题。
借鉴前人研究[12] , 首先, 本文选取数字技术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两阶段回归。 滞后一期

的数字技术与当期有很强的相关性且被解释变量对前一期的数字技术没有影响。 因此, 该指标既具有相

关性又具有排他性, 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 其次, 选取 1984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具变量[40] 。 由

于固定电话数量为截面数据, 无法进行面板分析,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41] , 引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
与 1984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形成交互项, 作为最终的工具变量。 固定电话作为传统通信工具, 互联网

的发展基于固定电话并受其影响, 进而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固定电话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式微。 因此, 该指标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排他性, 符合工具变量

的选取要求。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

变量 滞后一阶数字技术为工具变量 人均固定电话数量为工具变量

lnDT 0. 057∗∗∗ 0. 039∗∗∗

(0. 012) (0. 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67. 467∗∗∗ 46.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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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变量 滞后一阶数字技术为工具变量 人均固定电话数量为工具变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49. 826 68. 281

Stock-Yogo
 

10%临界值 16. 380 16. 380

R2 0. 814 0. 825

本文对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了检验。 过度识别 (Hansen
 

J) 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工具变量数量

与内生变量数量一致, 并且两个模型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均为 0. 000, 表明所用的工具变

量通过不可识别检验, 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149. 826 和

68. 281, 均大于 10%的临界值 16. 380,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以上两个工具变量均有效。 从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来看,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057 和 0. 039, 且都在 1%的水平下显

著, 表明在运用 IV-2SLS 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 表明

前文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四)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京津冀地区各市之间城市等级、 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 数字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水

平也存在差距,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异质性。 为进一步分析这种地区异质性,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 中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 将

京津冀 13 市分为资源型城市 (张家口、 承德、 唐山、 邢台和邯郸) 和非资源型城市 (北京、 天津、 石

家庄、 秦皇岛、 衡水、 沧州、 廊坊和保定) , 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回归

变量 非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

lnDT 0. 029∗ 0. 033∗∗∗

(0. 015) (0. 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 709∗∗∗ 5. 727∗∗∗

(0. 232) (0. 346)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902 0. 966

费舍尔组合检验系数差异 -0. 004

由表 7 可知, 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 数字技术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且对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更大。 从系数差异显著性来看, 费舍尔组合检验系数差异不显著,
即数字地区技术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两类样本中不存在差异, 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尚不能显著

缩小京津冀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差距。
(五) 分维度回归

为进一步解析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源, 本文将数字技术分为数字技术基础

(DT1)、 数字技术应用 (DT2) 和数字技术创新 (DT3 ) 三个维度进行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回归结果如

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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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分维度回归

变量 (1) (2) (3)

lnDT1 0. 010

(0. 006)

lnDT2 0. 020∗∗

(0. 009)

lnDT3 0. 001

(0. 001)

lnDL 0. 001 0. 001 0. 001

(0. 003) (0. 003) (0. 008)

lnWZ -0. 003 -0. 004 -0. 002

(0. 003) (0. 003) (0. 003)

lnZF 0. 013∗∗∗ 0. 012∗∗ 0. 015∗∗∗

(0. 005) (0. 005) (0. 005)

lnPGDP 0. 007 0. 014 0. 007

(0. 018) (0. 018) (0. 018)

lnCZ 0. 013∗∗∗ 0. 118∗∗∗ 0. 136∗∗∗

(0. 033) (0. 034) (0. 034)

lnHJ -0. 002 -0. 001 -0. 002

(0. 003) (0. 003) (0. 004)

常数项 5. 558∗∗∗ 5. 509∗∗∗ 5. 555∗∗∗

(0. 189) (0. 188) (0. 192)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78 0. 881 0. 882

由表 8 可知, 数字技术基础和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数字技术应用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技术

应用。
(六) 分位数回归

以上回归结果均是以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的, 无法准确反映数字技

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范围所产生的影响, 且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干扰, 而分位数回归具有排除极端值

干扰、 更全面地描述产业结构升级条件分布全貌的特点, 有助于对影响效应进行更为具体的刻画。 因此,
本文选取 25%、 50%、 75%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对不同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

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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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位数回归

变量 25% 50% 75%

lnDT 0. 042∗∗∗ 0. 048∗∗∗ 0. 051∗∗∗

(0. 013) (0. 016) (0. 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 578∗∗∗ 5. 823∗∗∗ 5. 853∗∗∗

(0. 243) (0. 295) (0. 207)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29 0. 843 0. 885

由表 9 可知,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依次为 0. 042、 0. 048、 0. 051, 再次

验证了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 此外, 由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可

以发现, 随着分位点位置的上升, 影响系数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这表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高水

平的地区有更大的推动力, 而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低的地区推动力则较小, 使京津冀地区存在数字鸿沟

的风险。
(七) 机制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技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消费需求、 投资拉动、 金融发展效

率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四个路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根据表 10 列 (1)—列 (3), 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产业结构与数字技

术升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数字技术与市场消费需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数字技术发展抑制了市

场消费需求。 原因在于, 数字技术发展初期, 不仅处于融入传统消费模式的磨合期, 对传统消费市场造

成了冲击, 且新型消费模式不成熟, 尚未形成有效的新消费经济增长点[42] , 因此抑制了市场消费需求;
将市场消费需求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市场消

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可知加入市场消费需求弱化了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正向效应, 市场消费需求呈现遮掩效应。
由表 10 列 (1)、 列 (4)、 列 (5) 可知, 投资拉动与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技术

的发展有助于拉动投资需求; 将投资拉动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 数字技术和投资拉动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由此可知, 投资拉动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高投

资拉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由表 11 列 (1)、 列 (2)、 列 (3) 可知, 金融发展效率与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 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金融发展效率; 将金融发展效率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金融发展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由此可知, 金融发展效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由表 11 列 (1)、 列 (4)、 列 (5) 结果可知,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5%的

水平下显著为负。 由此可知, 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生抑制作用。 一

方面, 数字技术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如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等发展不均衡, 会影响对数字技术的吸收能力和经济效率, 有可能会阻碍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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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高级化[43] ; 另一方面, 京津冀地区数字技术处于发力阶段, 其中河北各地级市数字技术发展相对

比较落后,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基础薄弱, 虽然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 但其对人力资本的

深化效应是有限的。 此外, 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创造了一批新的岗位, 但这批新的岗位针对的

是各级人力资本, 不只是高技术型岗位, 且高技术型岗位占比可能要少于中低端人力资本型岗位占比,
例如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等对学历的要求并没不高, 而京津地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技能替代成

本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 也会抑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40] 。 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代入基准回归模

型, 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但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

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因此进行自抽样 ( Bootstrap) 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约为-0. 016, 95%的置信区间为 [ -0. 026, -0. 005] 。 上述结果表明, 加入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弱化了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 因此,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呈现遮掩

效应。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数字技术通过影响投资拉动和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 但

数字技术通过市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遮掩效应。

表 10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回归: 基于需求侧

变量 (1) (2) (3) (4) (5)

lnDT 0. 028∗∗∗ -0. 333∗∗∗ 0. 039∗∗∗ 0. 230∗∗ 0. 023∗∗

(0. 011) (0. 081) (0. 011) (0. 099) (0. 011)

lnXF 0. 035∗∗∗

(0. 012)

lnGZ 0. 029∗∗∗

(0. 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 553∗∗∗ 6. 504∗∗∗ 5. 360∗∗∗ 4. 761 5. 393∗∗∗

(0. 186) (1. 460) (0. 209) (1. 778) (0. 206)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83 0. 991 0. 976 0. 920 0. 976

　 　 注: 列 (1)、 列 (3) 和列 (5)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UIS, 列 (2)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XF, 列 (4)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GZ。

表 11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回归: 基于供给侧

变量 (1) (2) (3) (4) (5)

lnDT 0. 028∗∗∗ 0. 132∗ 0. 017∗ -0. 145∗∗ 0. 032∗∗∗

(0. 011) (0. 070) (0. 009) (0. 061) (0. 011)

lnFDE 0. 085∗∗∗

(0. 012)

lnRZ 0. 025

(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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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1) (2) (3) (4)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 553∗∗∗ -2. 218∗ 5. 778∗∗∗ -3. 501∗∗∗ 5. 669∗∗∗

(0. 186) (1. 266) (0. 170) (1. 164) (0. 209)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83 0. 906 0. 983 0. 996 0. 975

　 　 注: 列 (1)、 列 (3) 和列 (5)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UIS, 列 (2)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FDE, 列 (4) 的被解释变量为 lnRZ。

(八) 门槛效应

为验证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在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起到门槛作用, 本文利用门槛模型,
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 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假设检验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lnGDP

单一门槛 17. 690 0. 168 31. 340 25. 491 20. 992

双重门槛 16. 480 0. 094 32. 089 19. 975 16. 127

三重门槛 13. 560 0. 464 38. 185 29. 290 25. 662

本文对门槛效应和门槛数进行检验, 通过 5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估计得到 F 值和 P 值。 由表 12 门槛

效应检验结果可知, 当门槛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时,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
如表 13 所示, 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时, 在达到第一门槛值 10. 559 之前, 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

升级正相关, 系数约为 0. 028; 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值而尚未跨过第二门槛值时, 数字技术仍

与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系数约为 0. 034, 要大于未跨越第一门槛值时的系数; 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第

二门槛值时,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为 0. 041, 表明虽然数字技术在两个门槛值前后都

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但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

更大。

表 13　 数字技术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

变量 lnUIS

lnDT (lnGDP<10. 559) 0. 028∗∗

(0. 011)

lnDT (10. 559≤lnGDP<10. 985) 0. 034∗∗∗

(0. 011)

lnDT (lnGDP≥10. 985) 0. 041∗∗∗

(0. 011)

控制变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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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11—2021 年京津冀 13 市数据建立双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了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 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 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且存在地区异质性。 将京津冀 13 市划分

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技术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产

业结构升级都产生正向影响, 但其正向影响在两类城市中无差异。 此外, 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技

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主要源于数字技术应用;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分位点

位置的提升, 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 表明数字技术会加快促进中高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升

级进程, 形成数字鸿沟, 不利于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长远发展和协同发展。 第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明, 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投资拉动和金融发展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但市场消费需求和人

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削弱了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第三,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技

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特征。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数字技术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增强。
基于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为加快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 需要继续稳步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不仅要加大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 更要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创新的水平, 加大已有数字技术专利的应用, 使其市场化, 充

分发挥其价值, 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的融合, 使数字技术价值化, 打造京津冀共享平台, 整合区域

间创新资源, 提高创新能力, 协调新兴消费与传统消费之间的关系, 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的融合发展,
提高金融发展效率, 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育, 为产业结构升级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 从而为数字技术

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 政府在推进数字技术时要注意因城施策, 避免造成地区间数字鸿沟, 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不

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 例如, 资源型城市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难以脱离

传统的发展路径, 故数字技术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要

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在资源型城市中的优势, 缩小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差距,
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

第三, 加强京津冀地区间交流合作, 发挥京津的经济带动作用, 促进河北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刺激消费, 从而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 推动京津冀地

区产业联动,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并将数字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更多的投资需求。 推动

京津冀地区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 不但能提供低技术型岗位, 也能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岗位, 进而提高

人力资本水平, 挖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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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NG

 

Shaohua,
 

LI
 

Lu,
 

ZHANG
 

Wei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nee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mostly
 

from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but
 

ignores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cuses
 

on
 

the
 

sup-
ply

 

side,
 

ign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mand
 

side,
 

so
 

there
 

is
 

room
 

for
 

further
 

study.
 

Additionally,
 

fur-
ther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re-
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dustrial
 

struc-
ture

 

upgrading
 

based
 

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studies
 

its
 

impact
 

mechanism
 

through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achiev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3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
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using
 

double
 

fixed
 

effects
 

model,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etween
 

resource-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upgrading
 

of
 

indus-
trial

 

structure
 

mainly
 

stem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rise
 

of
 

the
 

quantile
 

position
 

of
 

indus-
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gradually
 

in-
creases,

 

which
 

make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ve
 

the
 

risk
 

of
 

digital
 

divide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the
 

thresho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h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ntinuously
 

crosses
 

the
 

threshol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
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enh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investment-drive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while
 

market
 

consumption
 

demand
 

and
 

the
 

upgra-
ding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play
 

a
 

masking
 

effec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
gy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ends.
 

Second,
 

we
 

should
 

consider
 

local
 

conditions
 

when
 

promoting
 

digital
 

technology,
 

avoiding
 

causing
 

digital
 

divides,
 

and
 

fully
 

releas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r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driving
 

role
 

of
 

Beijing
 

and
 

Tianjin.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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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upgrading;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resour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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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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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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